
地 理 学 报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第 75 卷 第 3 期

2020 年 3 月

Vol.75, No.3

March,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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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长江中游江汉—洞庭盆地18个钻孔岩性、沉积特征及年代数据，结合研究区考

古遗址点时空分布特征，恢复研究区全新世以来水文环境演变过程，并探讨了区域水文环境演

变的成因机制及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结果表明，受东海海面上升和泥沙淤积等因素影响，距

今11.5—5.5 ka，长江中游地区河湖水位呈上升趋势，随着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及稻作农业活动的

增加，人类文化聚落自山前平原地带逐渐向盆地平原中部扩展；距今5.5—4.0 ka，长江中游河湖

水位有所下降，新石器晚期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迅速发展，聚落数量增多，平原腹地聚落比

例增加；距今4.0 ka前后，河湖水位再次有所上升，洪泛过程加剧，可能是石家河文化快速衰落

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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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古环境变化及其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关系是环境考古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水文环境与
人类活动关系密切，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Bubenzer等在尼罗河流域的研究发现，全
新世气候湿润阶段东撒哈拉沙漠中一些具备地表水资源的地点成为良好的狩猎采集场
所，形成了一些人类临时性聚落[1]。Kidder等在密西西比河流域的研究重建了区域距今
14.0 ka以来Arkansas河与Mississippi河演变过程，发现地貌、水文环境改变的时期与人
类文化转变时期对应，认为气候变化、河流改道、洪水等事件是导致区域人类居住间
断、文化发生转变的原因[2]。Heyvaert等利用两河流域Telled-Der和Sippar古城所在区域
钻孔沉积序列重建了河流演化历史，认为古人类出于灌溉目的进行的筑堤、淤堵等河流
改造活动促使了河流改道[3]。Giosan等对印度河流域的研究发现，由于气候变化，河流洪
泛作用减弱，为Harappan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条件，而之后洪泛作用的增强又
成为导致文明衰落的重要因素[4]。中国也有学者对水文环境与人类活动关系进行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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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夏正楷等对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的研究认为河流下切形成的阶地和河漫滩是古人类
生活的重要场所，随着河流的不断下切，区域古人类文化出现垂直向下迁移趋势 [5]。
Huang等在黄河中游漆水河流域的古水文演化研究认为 4.3—4.0 ka BP存在古洪水事件，
是区域文化衰落的原因[6]。在长江下游地区，已有研究发现海平面上升与遗址文化间断或
区域文化衰落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7-11]。

长江中游江汉—洞庭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起源较早，有着相对独立的文化格局，在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12]。全新世以来该区域经历了一系列环境演化过
程，并伴随有古文化的兴起与衰落，其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13-15]。
研究区全新世水文环境与人类活动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一些研究讨论了遗址分
布规律与湖泊范围变化的关系[16-19]，也有一些研究结合遗址地层中的“古洪水层”、淤砂
层等沉积，认为全新世以来存在数次古洪水事件，对人类活动造成了显著影响[20-23]。江汉
—洞庭盆地作为地理区域上和新石器时代文化上的独立单元，整个区域的环境演变及人
地关系具有系统性，但已有的研究多将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地区两个区域分别讨论，较少
将江汉—洞庭这一文化区作为整体进行研究；其次，研究区古水文环境演变的过程及其
成因机制仍不清楚，水文环境在古人类文化演变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也不明朗。

本文以长江中游地区相关钻孔和剖面资料为基础，综合沉积物特征、年代数据、钻
孔位置与地貌位置，分析长江中游地区全新世以来河湖沉积与古水文环境演变过程，并
讨论其与长江中游地区人类活动的关系。

2 研究区概况

江汉—洞庭盆地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由长江以北的江汉平原和长江以南的洞庭盆地
两部分组成。江汉平原位于湖北省中南部，洞庭盆地位于湖南省北部，两者由华容隆起
相隔。江汉—洞庭盆地四周环山，中部为冲积—湖积平原。研究区内水系发达，主要河
流为长江及其支流，湖沼发育广泛，区域最大湖泊为洞庭湖（图1）。研究区属于亚热带
季风气候区，冬夏季风交替，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约 16~18 ℃，平均降水量 1000~
1400 mm，降水集中在 4—9 月，占全年降水量 70%以上 [24]。植被主要为亚热带常绿阔
叶林。
2.1 区域地貌

长江中游江汉—洞庭地区呈四周环山、中部为平原的盆地。盆地外围为山地和丘
陵，北部为荆山、大洪山、桐柏山和大别山，东部为幕埠山，南部为雪峰山，西部为武
陵山，丘陵分布于山地与盆地平原之间。盆地内部主要地貌类型有高冲积平原、冲积—
湖积平原，还有零星丘陵和黄土台地分布其间。高冲积平原地形相对平坦，海拔高程
30~40 m，分布在盆地边缘的山前地带，特别是盆地西部长江进入盆地的河流两岸分布
较多，以第四纪河流相沉积为主。冲积—湖积平原地形平坦，沉积物主要为粘土、粉砂
质粘土、粘土质粉砂，均为第四纪河湖相沉积，海拔在30 m以下，分布于盆地中部。盆
地内部丘陵分布于华容桃花山、石首黄山头等地，海拔高程＞200 m。黄土台地沉积物
主要为中更新世—晚更新世红土或黄土，零星分布于盆地内部平原地区，海拔略高于周
围平原1~2 m。

江汉—洞庭盆地河湖水网密布，长江自西北流入盆地，向东南流至岳阳转而向东
北，至武汉转而向东流出盆地，在湖北、湖南交界一带留下许多牛轭湖。盆地北部，长
江最大的支流汉水自北进入江汉平原向东南流动，经天门转而向东，在汉口汇入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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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南部，发育洞庭湖水系湘、资、沅、澧四水。长江、汉水以及东荆河、内荆河等支
流与洞庭湖水系构成江汉—洞庭盆地河网，河流之间形成洼地，多发育河间洼地湖（图2）。
2.2 区域古文化序列

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江汉—洞庭盆地新石器文化发展序列已逐渐清晰[12, 25]。
2.2.1 早期新石器文化 长江中游最早出现的新石器文化是以洞庭湖地区澧阳平原为核心
的彭头山文化（8.5—7.8 ka BP），其生业经济类型以狩猎采集为主，并已开展少许稻作
农业活动，发展环壕聚落[26]。彭头山文化之后发展出皂市下层文化（7.8—6.9 ka BP）和
汤家岗文化（6.9—6.3 ka BP）两个文化阶段。在鄂西长江两岸，发育有源自彭头山文化
的城背溪文化（7.8—6.3 ka BP）。相当于汤家岗文化时期，江汉平原以汉水东部为中心
开始出现融合了中原文化特征的边畈文化（6.9—5.9 ka BP）
2.2.2 中期新石器文化 城背溪文化之后的大溪文化（6.3—5.5 ka BP）在江汉—洞庭盆
地及三峡地区都有分布。洞庭盆地大溪文化时期形成了中国最早、以城壕环绕的古城
——城头山遗址，这一时期稻作农业在生业经济活动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加，城头山遗址
外发现有大型的水稻田和灌溉系统[27]。江汉平原发展油子岭文化（5.9—5.3 ka BP）。
2.2.3 晚期新石器文化 5.3 ka BP前后发展起来的屈家岭文化（5.3—4.5 ka BP）统一了
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繁荣发展，众多古城在这一阶段兴起[28]，发达的稻作农业已
经成为生业经济的重要形式。石家河文化时期（4.5—3.9 ka BP），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
发展至巅峰，聚落数量众多，等级分明，石家河古城成为长江中游地区的都邑性聚落，

注：1. 松滋八宝188孔；2. MHK02孔；3. JZ-2010剖面；4. 潜江张金海345孔；5. 江陵47号孔；6. QS01孔；7. 新沟

孔；8. 周老孔；9. WS03孔；10. 沔城M1孔；11. DTH01孔；12. 仙桃纯良岭454孔；13. ZK76孔；14. ZK84孔；

15. 石首宛子口274孔；16. CK37孔；17. CK21孔；18. 东洞庭湖ZK01孔。

图1 研究区地貌特征与钻孔位置
Fig. 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and cores infer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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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人类文化进入了早期文明阶段[25]。但石家河文化的繁荣仅持续到 4.0 ka BP前
后，大型古城废弃，聚落数量锐减，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就此衰落，进入了文化低
潮期，至商代（3.55—3.05 ka BP）人类文化才再次兴盛。

3 长江中游全新世水文环境演化

根据区域环境（表1，图3）和文化演化历史，以5.5 ka BP和4.0 ka BP为界，将区
域水文环境演化过程划分为11.5—5.5 ka BP、5.5—4.0 ka BP和4.0 ka BP之后3个阶段。

末次冰盛期，降水较少，加之海平面大幅下降造成侵蚀基准面降低，在溯源侵蚀作
用下，长江中游地区河流强烈下切、湖泊疏干，形成了河谷切割平原景观，这一阶段是
长江水位最低时期，江汉—洞庭盆地河湖水位达到最低点。随着冰期形成的砂砾石在深
槽中累积，河床不断淤高，至晚更新世末期，河网切割平原的深槽、低洼位置湖泊开始
扩展[29-30]。
3.1 阶段 I（11.5—5.5 ka BP）

JZ-2010剖面（112°22′02″, 30°11′01″N） [33]，位于江汉平原西部，湖北省荆州市江陵
区，地貌上处于长江荆江段北岸天然堤后，原为一河间洼地湖。剖面显示晚更新世末期
—全新世中期（剖面深度 637~470 cm），沉积了一套灰黄棕色的粘土质粉砂，粒度分析
表明，这层粘土质粉砂自下而上沉积物粒径变细，粘土含量逐渐增加，粉砂含量逐渐减
少（图 3，图 4），指示出水位逐渐上升的较稳定湖泊沉积环境。而自 470 cm深处（约 7
ka BP），沉积物颜色转变为深灰绿色，粘土含量陡升，粉砂含量锐减，说明此时该区域

图2 研究区地貌格局图
Fig. 2 Geomorphologic map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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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相对较深。距其不远的江 47号钻孔[34]，晚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晚期发育灰褐色粘
土，呈湖泊环境（图3），湖泊沉积中硅藻种类和数量呈急剧下降趋势，而硅藻组合中浮
游性种类比重增加，反映出长江泛滥影响了该洼地湖泊中硅藻群落的生长，使其发生衰
变和转移，造成数量和种类的减少，且水位上升不适合其他种类硅藻生存，从而使浮游
性种类比重增加。位于江汉平原中部监利县的新沟孔[35]、周老孔[36]和易家湾WS03钻孔[32]，
以及仙桃市（原沔阳）M1钻孔[37] （图3）则反映了晚更新世末期到全新世中期，东荆河
流域部分区域沉积环境由河流相转变为湖泊相，指示了这一区域河间洼地湖泊的发育。

洞庭湖地区，位于洞庭盆地东部、湖南省华容县注滋口镇的ZK01钻孔[39]，处于东洞
庭湖西岸洞庭盆地的古深槽中。晚更新世末期以来沉积物呈稳定的青灰色淤泥质粘土
（图3），发育有水平层理，表明钻孔位置为一较深的稳定湖泊。约7.3 ka BP之前，剖面
粒度波动不大，表明在湖泊沉积的同时，水位在不断上升，使湖泊水深达到了一种动态
平衡。而到约7.3 ka BP，剖面粒度曲线出现了显著的波动，粗粉砂含量激增，而粘土和
细粉砂含量减少（图4），反映湖泊水深的变浅。这种变浅是由于湖泊淤积而使湖底升高
的速率大于水位上升的速率引起的，是湖泊发育的自然过程，反映了约7.0 ka BP长江水
位晚更新世末期以来的快速上升速率有所减缓。在整个洞庭地区，早全新世沉积缺失，
仅分布在古深槽内或少数地势低洼区域[18, 40-41]，中全新世早期沉积仍只分布在洞庭湖部分
低洼地区[42]，而大规模的湖相沉积年代则更晚，如分布在沅江口至东洞庭湖地区的蓝绿
色粘土带，其底部贝壳的 14C年龄为 7.5±0.15 ka BP[38]，代表其成湖的年代。这些沉积分
布的变化反映出晚更新世末期开始古洞庭湖自古深槽发育，主体位于洞庭湖区北部及古
湘江尾段，随着水位的升高而逐渐向周围地区扩展。

综合江汉平原和洞庭盆地来看，晚更新世末期到全新世中期，长江中游河湖水位处

表1 钻孔数据列表
Tab. 1 The list of sediment cores inferred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钻孔名称

松滋八宝188孔

MHK02孔

JZ-2010剖面

潜江张金海345孔

江陵47号孔

QS01孔

新沟孔

周老孔

WS03孔

沔城M1孔

DTH01孔

仙桃纯良岭454孔

ZK76孔

ZK84孔

石首宛子口274孔

CK37孔

CK21孔

东洞庭湖ZK01孔

地点

湖北省松滋市八宝镇

湖北省公安县麻豪口镇

湖北省江陵县江北农场二砖厂

湖北省潜江市张金镇

湖北省江陵县六合垸农场场部

湖北省江陵县秦市乡

湖北省监利县新沟市

湖北省监利县内周老镇

湖北省监利县网市镇易家湾

湖北省仙桃市沔城镇

湖北省洪湖市大同湖农场四分厂

湖北省仙桃市纯良岭

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三河连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门塘湾

湖北省石首市宛子口

湖南省西洞庭湖地区

湖南省华容县注滋口镇

湖南省华容县注滋口镇

数据来源

金伯欣, 1992

陈思思等, 2014

Li F等, 2014

金伯欣, 1992

施之新, 1997

陈思思等, 2014

王秋良等, 2009

张玉芬等, 2005

陈思思等, 2014

朱育新等, 1997

陈思思等, 2014

金伯欣, 1992

陈思思等, 2014

陈思思等, 2014

金伯欣, 1992

张晓阳等,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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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快速上升的过程，到约7.0 ka BP，水位上升的速率减缓。这一长时间的高水位使研究
区的河网切割深槽内沉积物快速堆积，并在古槽谷和低洼处发育湖泊。这一过程应与末
次冰期后的气候及海平面变化有关。末次冰期后，一方面气温迅速回升，降水增加，使
水流的侵蚀、搬运作用增强，将寒冷气候条件下强烈的物理风化而形成的碎屑物质带到
平原河谷洼地中沉积，从而使研究区来水来沙量增加。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中国东部海

图3 研究区全新世主要钻孔剖面示意图
Fig. 3 Diagram of main Holocene sediment cores and profiles inferred

图4 JZ-2010[33]及ZK01剖面[39]粒度曲线
Fig. 4 Grading curve of JZ-2010[33] and ZK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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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的迅速上升[43-45]，使长江侵蚀基准面抬高，水位上升。在长江水位上升的顶托作用
下，发生溯源堆积，江汉—洞庭盆地水系搬运的泥沙大量堆积在平原内部，使江汉—洞
庭水系洪水位随之抬高。起初，长江水位还处于低于地面的较低位置[29, 46]，水流携带碎
屑物质最先进入河流切割的深槽以及低洼地区，使这些区域湖沼开始扩张。随着海平面
的上升以及深槽和低洼地区的淤积，长江水位不断升高，大洪水偶尔可以漫过河岸，形
成薄的洪泛层，如江汉平原的四湖洼地和重湖地区发育有全新世早期的洪泛沉积[47]。到
7.0 ka BP前后，海平面上升减缓[48]，江汉—洞庭水位上升的速率随之减缓，原有湖泊水
深变浅，一些平原洼地先后积水成湖。
3.2 阶段 II（5.5—4.0 ka BP）

全新世中期晚段研究区钻孔沉积特征出现明显变化，如 JZ-2010剖面[15, 33]，全新世中
晚期之间发育深棕色夹棕色淤泥（图3），呈较深的河间洼地湖泊环境，而在这一层沉积
物中部，约深437 cm处（5508 cal. yr BP），沉积物中粘土含量呈下降趋势，粉砂含量呈
增加趋势（图4），指示河间洼地湖水深度减小，反映出江汉平原河湖水位的降低。江汉
平原西部的松滋八宝 188号孔（图 3）、潜江张金海 345号孔，江汉平原中部偏东的仙桃
纯良岭454号孔以及江汉平原南部的石首宛子口274孔[30-31]，其地貌位置均为河流附近的
湖沼区域，这些钻孔显示出全新世中期晚段的两个湖相淤泥层之间，夹有薄层中细砂、
亚砂层或粘土层，且松滋八宝 188号孔这一层的C14测年结果为 5240±125 cal. yr BP[30-31]，
指示出在 5240 cal. yr BP时，这些钻孔位置的湖泊水位已经显著下降。还有一些钻孔在
这一时期沉积相变化频繁，如江汉平原西部江陵秦市乡 QS01 孔、中部偏东的大同湖
DTH01孔、东部武汉市蔡甸区三河连ZK76孔和江夏区门塘湾ZK84孔[32] （图3），都有淤
泥质粘土与粉砂质粘土、粘土互层的现象，反映出水位下降导致的湖泊不稳定。在洞庭
湖地区，ZK01钻孔在约130 cm深处（约5.5 ka BP）粒度组成显著变化，砂和粗粉砂含
量增多，细粉砂减少[39] （图4），也指示存在一个水位下降的阶段。

中国东海海平面在约5.5 ka BP前后开始下降[43]，使长江侵蚀基准面降低，在溯源侵
蚀作用下，河流下切，也使得沿江湖泊水位下降，例如太湖在5.5—5.0 ka BP甚至出现了
沉积间断[49]，这种水位的下降也影响到了长江中游地区。加之约5.5 ka BP的突发气候干
冷事件，降水减少，加剧了长江中游河湖水位下降，出现了一个低水位阶段。
3.3 阶段 III（4.0 ka BP之后）

全新世晚期区域钻孔沉积特征再次发生显著变化。江汉平原沔城M1孔[37] （113°13′
E, 30°12′N）属于湖北省仙桃市沔城镇，位于平原中部，地质上处于沔阳凹陷，是江汉平
原第四纪沉积中心之一，地貌上处于汉江与东荆河之间的排湖洼地，在约6.5 ka BP开始
由河流发育为河间洼地湖。在剖面约14 m深处（约4.2 ka BP），沉积物由灰褐色粉砂质
粘土与灰色粉砂互层转变为灰色—深灰色粘土（图3、图4）。颜色加深和粒度变细，指
示了钻孔位置河间洼地湖水水位的上升，使其变为了较稳定的湖泊。江汉平原自西向东
的多个钻孔，如公安县麻豪口MHK02钻孔[32]、江陵县ZK47孔[34]、江陵县秦市乡QS01孔[32]、
监利县新沟孔 [35]和周老孔 [36]、监利县网市镇易家湾 WS03 孔 [32]、武汉市蔡甸区三河连
ZK76孔[32]等在这一阶段均发育淤泥质粘土沉积（图3），沉积物较上一阶段变细，反映出
水域扩大，湖沼增多的环境特点。但是，JZ-2010剖面在这一阶段却出现了粘土含量剧
减、粉砂含量激增，沉积物粒度显著变粗的现象[15, 33] （图4），结合其地貌位置来看，可
能是由于钻孔处于长江荆江段天然堤后，长江水位显著上升使洪水冲破天然堤，携大量
泥沙进入 JZ-2010所在位置，形成决口扇沉积，造成沉积物粒度变粗，这与前文的证据并
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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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地区ZK01钻孔在4.0 ka BP前后发生粗粉砂含量锐减，细粉砂、粘土剧增的
现象[39] （图4），指示湖泊水位显著上升。由于洞庭湖与长江相连通，其水位的上升可以
反映长江水位上升。这一时期在整个洞庭盆地沉积物以粘土质粉砂和粉砂质粘土为主、
淤泥质粉砂和粉砂质淤泥呈斑块状星罗棋布的现象。西洞庭湖的CK37孔，淤泥质细粉
砂层底部 14C年代为 3900±100 cal. yr BP，东洞庭湖西岸注滋口镇的CK21孔，其湖相沉
积层中间位置的 14C年代为3700±100 cal. yr BP[38]，证实了洞庭湖地区湖泊扩大的时间在
4.0 ka BP前后。

综合来看，除气候因素可能造成的影响外[49-50]，这一时期海平面的再次上升[41-43, 51-53]可
能对中游河湖水位起到重要作用。在晚更新世以来的长期淤积作用下，到全新世晚期
4.0 ka BP前后长江中游江汉—洞庭地区中部早期高低不平的河网切割平原已逐渐演化为
地势起伏和缓的冲积-湖积平原，易发生洪泛，在海水顶托作用下，河湖水位有所上升，
便造成了较大范围的洪泛，低洼地区广泛积水成湖。

4 古水文环境演变与人类活动关系

如前文所述，全新世江汉—洞庭盆地河湖水位大致经历了晚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中
期早中段（11.5—5.5 ka BP）快速上升、全新世中期晚段（5.5—4.0 ka BP）下降、全新
世晚期（4.0 ka BP之后）再次上升的演变过程。这一水文环境演变过程影响了区域聚落
分布、农业生产和文化兴衰。
4.1 全新世早期至中期早中段水位上升时期（8.5—5.5 ka BP）

全新世早中期洞庭湖地区及江汉西部地区发育了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城背
溪文化、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江汉平原北部发育了边畈文化、油子岭文化。彭头山
文化、皂市下层/城背溪文化以及汤家岗/边畈文化时期（8.5—6.3 ka BP），聚落数量较少
（图 5a、图 6），主要分布于山前平原地带[18-19, 55-57]。从文化脉络来看，从旧石器时代至新
旧石器过渡时期，洞庭湖盆地澧阳平原的山前平原地带一直是人类聚居的重要场所[58]，
在此基础上发展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自然最先分布在此区域。从生业经济来看，山前平原
地带既便于进行狩猎采集活动，也能满足稻作农业需要[26]，适合古人类生产生活。并且
此时人口规模较小，山前平原已能满足古人类活动，不需要进入平原内部。到大溪/油子
岭文化时期（6.3—5.3 ka BP）（图5a），聚落数量增多（图6），除分布在山前平原外，部
分聚落甚至出现在平原腹地位置[18-19, 55-57]。聚落分布的这一变化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其
一是由于人口的增加，聚落数量增多，对生存空间的需要迫使古人类不得不进入到更广
阔的平原地带居住。其二是稻作农业活动发展成熟[59]，逐渐取代狩猎采集成为生业经济
活动的主要形式，人类对稻作农业的依赖越来越强，于是有意识的选择更适合稻作农业
活动的场所。这一阶段聚落的分布变化主要同人类文化发展相关。虽然河湖水位呈现逐
渐上升趋势，但并没有对聚落分布变化构成影响。
4.2 全新世中期晚段水位下降时期（5.5—4.0 ka BP）

全新世中期晚段对应的区域新石器文化为屈家岭文化（5.3—4.5 ka BP）、石家河文
化早中期（约 4.5—4.2 ka BP）。屈家岭文化时期（5.3—4.5 ka BP），聚落数量较上一阶
段再次增加（图6），更多的聚落出现在冲积—湖积平原区域，并且出现了江汉平原聚落
多于洞庭湖盆地的趋势（图5b）。

长江中游地区以南方系统和北方系统为主体的二元考古学文化谱系结构被打破，主
要在油子岭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屈家岭文化取代南方系统文化，实现了长江中游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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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长江中游全新世聚落分布图(据文献[56]改绘)
Fig. 5 Settlement distribution during Holocene, adapted from Deng Hui, 2009

图6 长江中游全新世聚落数量直方图
Fig. 6 Histogram of the number of site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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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文化的空前繁荣和统一[60]。史前古城在这一时期兴起，出现石家河古城、陶家湖古
城、阴湘城古城、鸡鸣城古城等具备城墙和环壕的古城聚落，并出现中心聚落和从属聚
落的雏形[28]。石家河文化早中期（约 4.5—4.2 ka BP），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基础上，聚落
数量进一步增加（图6），分布范围增大，北到伏牛山及淮河以南一带，南达洞庭湖，西
入西陵峡，东至巴河附近[55]，且遗址海拔跨度变大，在海拔27~200 m的不同地貌区都有
分布（图 5b）。社会复杂化进一步加剧，聚落等级与社会阶层明显分化，石家河城址成
为长江中游地区的都邑性中心城址，统治着长江中游地区。社会分工细化，并发现有大
型祭祀场所[61]，长江中游地区已然进入了初期文明时代[25, 61]。

这种文化的兴盛过程与水文环境的演化背景密切相关。在约5.5 ka BP，长江中游河
湖水位降低，一方面使水域面积减少，可供人类定居的陆地面积扩大，为古人类提供了
更大的生存空间，有利于聚落数量的增多。另一方面，平原地区的大范围肥沃土地适宜
进行稻作农业活动，稻作农业在生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最终替代狩猎采集成
为生业经济的主要形式，这种相对稳定、产量较高的生业经济形式为人口增加和文化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持。长江下游地区已有研究发现海平面在5.0—4.5 ka BP较低，良渚文化
（5.3—4.3 ka BP）在这一阶段兴起并迅速发展[8, 11]，反映海平面下降使长江中下游流域河
湖水位总体都处于较低水平，为古人类居住和稻作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促使人
类文化兴盛。
4.3 全新世晚期水位再次上升（4.0 ka BP之后）

4.0 ka BP前后，即石家河文化晚期（或称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大型古城废弃，以
石家河城址为中心的聚落模式瓦解，区域聚落数量锐减（图6），聚落分布零散[19, 21]，在
中原文化影响下发生了文化面貌的改变[62]，长江中游地区繁荣的新石器文化黯然衰落，
出现了持续数百年的文化低潮期。直至商代（3.55—3.05 ka BP）人类文化才再次兴盛
（图6），但聚落多分布在盆地外围地势较高处，内部低平平原分布较少（图5c）。

约4.0 ka BP的水位上升事件可能是导致石家河文化衰落的原因之一。晚更新世末期
以来区域深切河谷持续淤积，使江汉—洞庭盆地中部在4.0 ka BP前后成为一片地势起伏
和缓、极易发生洪泛的冲积—湖积平原，而海平面的再次上升[41-43, 51-53]导致的长江中游水
位上升则加剧了这一过程。持续时间长且较为频繁的洪水泛滥对文化发展产生了不利影
响，成为导致石家河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一些位于地势低洼区域的遗址，如江陵太湖
南岸蔡台遗址，洪湖乌林矶遗址等，在石家河中晚期文化层之上叠压有约1 m厚的淤泥
层[21]，可能是直接受到洪水泛滥影响，淹没了部分或全部居住区域而废弃的。多数遗址
仍位于地势较高处或平原内部的黄土台地上，并且大多有环壕、城墙保护，遗址本身不
易受洪泛影响，但其农田一般位于遗址外围的地势低洼处，频繁的洪泛淹没大片水稻
田，农业活动难以维持，使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生业经济形式的石家河文化时期的人类粮
食短缺，无法支撑这一时期大型城邦人口的生存需求，可能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造成
人口数量锐减，古城废弃，最终导致文化的衰落。长江下游已有研究发现海平面在4.0 ka
BP前后上升[51-52, 63]，其引起的水文环境变化可能是导致良渚文化衰落的主要因素[8, 64-65]。

5 结论

通过长江中游江汉—洞庭盆地全新世水文环境演化及其与人类活动关系的研究，获
得以下主要结论：

（1）晚更新世末期开始河湖水位快速上升，7.0 ka BP左右上升速率减缓，到全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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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约5.5 ka BP小幅回落，至4.0 ka BP前后再次上升。

（2）全新世人类活动与水文环境演化过程有密切联系。全新世早期至中期早中段水

位上升时期（8.5—5.5 ka BP），聚落数量总体较少，聚落的分布与迁徙主要受文化延续

性、人口增加和稻作农业活动影响，与水位变化基本无关；全新世中期晚段（5.5—4.0

ka BP），河湖水位处于相对较低位置，聚落数量明显增加、分布范围扩大，石家河古城

成为区域都邑性聚落，长江中游人类文化进入早期文明阶段；全新世晚期 4.0 ka BP前

后，河湖水位再次上升，聚落数量锐减，石家河文化衰落。

（3）水文环境演变是长江中游全新世中晚期文化变迁的主要驱动因素。河湖水位降

低，平原地区适宜人类定居和稻作农业，促使文化繁荣发展；河湖水位升高，洪水泛滥

频繁发生，不利于人类生产生活，导致文化衰落。

（4）水文环境演变主要受海平面升降和泥沙淤积影响。海平面上升导致河湖水位升

高，海平面下降导致水位降低；泥沙淤积使区域易发洪水泛滥，加剧了河湖水位上升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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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ocene hydro-environmental evolution and its impacts on
human activities in Jianghan-Dongting Basin,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China

ZHAO Chengshuangping1, MO Duowen1, 2

(1. Laboratory for Earth Surface Process,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Henan Academy of Sciences, Zhengzhou, 450052)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es of 18 core profiles' sedimentary sequences and
li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Jianghan-Dongting Basin of the middle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and the spatial-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archeological sites in this area, we reconstructed the
Holocene hydro-environmental evolution of the research area,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human
activities. The comparison reveals that in 11.5-5.5 ka BP, the water level of rivers and lakes in
the middle Yangtze River presented a rising trend, concurrently,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Neolithic culture and rice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human occupation extended from piedmont
plain to inner basin plain in the research area. The water level fell in 5.5-4.0 ka BP, meanwhile,
the number of human settlements of Qujialing-Shijiahe culture rapidly increased, especially in
the inner basin plain. The water level rose again around 4.0 ka BP, and floods spread massively
in this period, which led to the decline of Shijiahe culture. The main causes of hydro-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in the research area are the fluctuation of sea level and the aggradation
of fluvio-lacustrine sediments.
Keywords: Jianghan-Dongting Basin; Holocene; hydrological environmental change; human-
environment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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